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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基督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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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李大钊在中国最早接受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并非

偶然。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李大钊曾经发起反基督教运动，并对基督教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过深入地

研究。然而，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和认识，却有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发

展过程。早期李大钊曾经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他虽然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是其留学生活及留学时期

的思想发展却一度深受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各种影响，特别是对基督教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是李大钊接

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途径，对他后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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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五四运动之前，作为
一个朴素的无神论者，他认为宇宙本体是唯一的真
理，真理是自然的因果，宗教则是神秘的迷信，因此
与其信孔子、释迦、耶稣，不如信真理。１９１７年初，
他先后发表《孔子与宪法》《真理》等文章，明确表示
反对把孔子之道作为国民教育修身大本写入宪法，
指出不仅孔子之道，其他宗教和学派也不能写入宪
法。并且，他认为制定宪法，应该坚持真理，促进文
化发展，所以不仅要排斥信教自由，而且应该主张不
信教的自由。由此可见，李大钊并未照搬西方政治
学、法学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个人的
独立见解。与此同时，他极为赞同蔡元培提出的“以
美育代宗教说”，并发表《美与高》等文章，广为宣传。
此后，他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 的 无 神 论
者［１］（Ｐ１０２４），曾于１９２２年３月发起非宗教大同盟运
动，使非基督教运动（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达到了一个高
峰。他明确表示反对背反科学原理的宗教迷信，特
别是反对基督教，当然同时也反对佛教、儒教、道教
等。他认为，既然有信教的自由，就应该有不信教的
自由。然而，尽管如此，李大钊曾经明显地受到基督
教文化的某些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李大钊

和基督教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比较特殊，他既
没有加入基督教，也没有加入基督教青年会，然而却
又明显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影响，自觉不自觉
地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活动。虽然学术界对
李大钊的无神论思想和宗教观都有较为深入的研

究，但是对基督教文化在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中的
作用，至今仍然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李
大钊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

响，以及他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
初步探讨，希望有助于李大钊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李大钊与故乡的宗教环境

由于家人都没有明确、正式的宗教信仰，所以在
早年的家庭生活中，李大钊并未受到来自宗教方面
的任何影响。在大祖父李如珍的督促和影响下，李
大钊自幼就受到了传统蒙学的熏陶，六岁入私塾，开
始跟随单子鳌（此后还有赵辉斗、黄宝琳）读书，系统
地接受儒学教育，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李大钊年
少之时，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主要有老母庙（一说是
观音菩萨庙，或谓是无生老母庙）、鼋神庙（道教）、华
严寺（佛教）等宗教活动场所。除寺庙里例行的活动
外，距离李大钊家不远处的老母庙，每年农历二月十
五有庙会；农历六月十三，村东头还有鼋神庙会。李



大钊年幼时，李如珍一般不让他四处玩耍；慢慢长大
后，李大钊到寺庙或庙会上转转，李如珍可能并不反
对。寺庙或者庙会上吸引李大钊的，主要也不是宗
教活动，而是庙会上的皮影戏演出和庙里贴的对联、
布告以及碑刻等。
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除了正式信教的人之外，

一般人大多都很实用，比较功利，在仪式、仪轨等方
面并不严格讲究。老百姓在有心理需要的时候，一
般都是由家长或家里的成年人在家里或者到有关的

寺庙里去烧香许愿，孩子最多是跟着看看热闹，并不
直接参与有关活动。为了表示对偶像的崇拜，家长
可能不许儿童做这干那。孩子也可能有点害怕，但
是，内心深处缺乏对偶像和牌位的敬畏感，对繁琐的
宗教仪轨，更不会产生什么兴趣。
也有一些人见到寺庙就祭拜，见到神像或者牌

位就烧香，口中念念有词，虽然虔诚，但是未必专一。
在心到神知、心诚则灵等观念支配下，人们普遍认为
多一些保佑和庇护不是坏事，总是好事。在华人圈
里，甚至是儒家文化圈里，底层社会至今仍然是这种
宗教文化传统，所以会出现一个村子或一个地方多
个寺庙、数教并存的局面。李大钊的故乡也是这样，
李大钊家人的宗教心理应该也是同上所述。因此，
在这种宗教文化心理的影响下，像其他的孩子一样，
李大钊到寺庙去，主要也是玩耍，看热闹。
值得一提的是，华严寺里有一块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树立的石碑———《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
碑文》，此碑由李大钊的大祖父李如珍督办，由李大
钊父子两人的私塾老师赵辉斗撰文、由李大钊的父
亲李任荣书丹。李大钊的祖父、父亲的这种行为，主
要是由于他们在村中的影响，并非出于信仰。可以
设想，少年李大钊见到此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未
曾见过的父亲，其次想到的可能就是练习书法和刻
苦读书、考取功名等，难以发自内心地去关注宗教方
面的问题。这是后来李大钊成为无神论者的乡土历
史背景和文化起点。

１９０５年李大钊参加府试，试未竟，清政府下令
废科举、兴新学，因在县试中成绩优异，他被卢龙永
平府中学堂录取，从此“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
业”［２］（Ｐ７１９），发愤读书。就在这一年，在卢龙城中的
最高处———平山顶端的永平府大堂东面居高临下的
山岗上，建起了一座有四五层楼高的天主教堂。可
以设想每天都能够看见这个教堂的李大钊的心情，
除了感到屈辱、愤懑外，就是更加愤恨帝国主义通过
宗教这种形式一再加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因为这

个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于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７日（清光
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被焚毁，而今则是用庚子赔款
重新修建起来的。也可以说，这是１９００年义和团反
洋教斗争对李大钊的一种间接影响。
在民国初年毁庙兴学热潮的影响下，特别在李

大钊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发动下，１９１９年冬，大黑坨
村的华严寺被改为大黑坨小学，并开始招收女生。
李大钊对家乡的教育寄予很大希望，为该校撰写了
一幅对联：“学校造人才，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
不是为做官。”实际上是为学校指明了办学方向。

１９２０年春，李大钊还为学校聘请了一位翟姓女教
师，并赠送她２０元路费，代为安排有关事宜。尽管
华严寺里有一通石碑寄托着李大钊的大祖父、父亲
和老师的某种思想和情感，然而这些对李大钊等人
把寺庙改为学校并未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可见，在个人的信仰方面，李大钊早年在故

乡始终没有受到来自制度化宗教或民间宗教的直接

影响，对外来宗教则深恶痛绝。

二、李大钊在成长中曾经受到基督教社
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综观李大钊的人生道路，不难发现，他首先是一
位清末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爱国知识分子，是一个
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在思想上又具有较为浓厚
的改良色彩。虽然也曾经一度参加过立宪请愿活
动，并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之一，但并非一个激进主义
者①。李大钊的思想发展和革命道路与同时代人明
显不同，独具特色，就在于他善于独立思考，能够与
时俱进，对民族、国家、人民群众的挚爱更为深沉，对
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直至忘我。他旧学
根底深厚，又曾经深受改良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影
响，最后又超越了二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
会主义者。“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代替康梁
改良主义而成为历史主潮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

义，代替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而成为历史主潮的
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而“李大钊既不同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也不同于
孙中山，他是一场新的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首
先发难带头举旗的人。”［３］因此，“从政治思想史的角
度来看，李大钊是继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之后奋
起探索救中国真理的第三代人”［３］的杰出代表 。然
而，从国际视角来看，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
前，一度深受欧洲近代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只是长
期以来学术界忽视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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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２２年３月发起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之前，李
大钊没有专门谈过宗教问题，只是在行文时因为讨
论某些问题的需要偶尔提及，其中也涉及到基督教
这个话题，然而只是为了说明有关问题。如在１９１９
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曾经一针
见血地指出基督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说基督教
的教阶制度实际上是中世纪欧洲社会阶级和阶层制

度的反映，“若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
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
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
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制输入
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４］（Ｐ２３７）而宗教革
新运动以来，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结合”，“基督
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一种实际的运
动。”［４］（Ｐ２４３～２４４）可见，李大钊对于基督教在社会变革
中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希望能够进行
宗教改革，认为社会主义虽然反对旧宗教，但是不反
对与之相适应的新兴宗教，即社会主义和宗教应该
是相容的。
此外，李大钊还曾经灵活运用宗教经典说明社

会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有关信仰问题，他说：“拿这社
会主义有必然性的学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
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
音经典的效力。”［４］（Ｐ２４８）当然，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必
然性的研究符合历史逻辑和现实的逻辑发展，他希
望人们坚定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在效力或形
式上类似教徒对“耶教福音经典”的信仰，很显然这
个比喻只是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李大钊的文章中
还有一些文字谈及基督教问题，不再一一例举。
因为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于１９２２年４月４—９

日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
从其一贯的立场出发，和有关人士一起发起了声势
浩大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对基督
教在中国的传播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１９２２
年３月１２日，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４月４日，李
大钊亲自起草并和吴虞、李石曾等联名发表《非宗教
者宣言》；４月９日，非宗教大同盟召开第一次大会。
随后，李大钊又发表《宗教妨害进步》（１９２２年４月９
日）、《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１９２２年６月）等文章，
进一步提出不信仰宗教的主张和理由，在当时产生
了深刻而又十分广泛的影响②。其中特别指出：“不
信仰一切宗教，亦是我们的思想自由。”［２］（Ｐ７１）“我们
反对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单
单是反对基督教，而是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有

宗教。”［２］（Ｐ７４）

这是１９４９年之前除义和团运动外的惟一一次
规模巨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一样，都是
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绝非单纯的反基督教运动。李大钊等人的思想认识
代表了当时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宗教

问题的水平，对后来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具有深远的
影响。
尽管李大钊始终都是一个无神论者，没有任何

宗教信仰，明确表示反对信仰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
教，但是在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在思想
上却曾经有过短暂的复杂多元的发展倾向，深受多
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特别是一度受到基督教社
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
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加入基督教的
人，屡屡转向了社会主义，成为了社会主义者”［５］的
也不在少数。
第一，在日本通过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者进一步

接触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在李大钊等引进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社会主义

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曾经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前后，一次是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前后。
在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影响下，即将从天津北洋法
政专门学校毕业的李大钊于１９１２年冬来到北京，结
识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总干事陈翼龙，并加入社
会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思潮。该党由江亢虎创立，
标榜“社会主义”，并获得孙中山的大力支持。李大
钊受命和同学郭须静一起于１９１３年２月２日组建
天津支部，李大钊为总务干事。１９１３年９月６日，
陈翼龙被袁世凯杀害，中国社会党被迫解散。李大
钊颇受刺激，一度萌发出世的念头。不久，应同学的
邀请，在汤化龙、孙洪伊的资助下，于１９１３年底赴日
本留学。
留学期间，李大钊特别关注当时日本社会民主

党推动的，代表广大中小资产阶级要求的声势浩大
的大正民主运动，进一步接触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
和民本主义等思想学说，由于此前他已经初步接触
社会主义思潮，对安部矶雄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
颇为关注，并深受其影响。安部矶雄是日本著名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者，早在１９０１年５月，他就和片
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等人
创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民主党。李大
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安部矶雄恰好在该校任教
授，给李大钊等学生讲授过“都市问题”和“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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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课程，“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并对有关
的社会问题进行先驱性的研究。”［６］李大钊曾经深受
安部矶雄的影响，并通过他接触到一些基督教社会
主义的思想③，此外还有物心两面改造学说等［７］。
李大钊回忆说：“在东京，我同安部矶雄接触中受到
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没有受到那样一种程
度的影响。”［６］

此前，１９１２年李大钊在国内就已经提到日本学
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留学日本期间他
更为关注幸德秋水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进而，
继续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传播，并广泛阅读
有关论著。根据可靠资料，这一时期他更多的是阅
读和研究安部矶雄的有关论著。如１９２０年６月，李
大钊将自己收藏的２６７种日文杂志捐赠给北大图书
馆，其中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６年上半年的部分，显然是李
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购买的。《六合》杂志大正３年
（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号上，有安部矶雄的《法国和比利时
的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时期
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情况，如在介绍法国工人党领
导者儒尔·盖德时认为他“继承了卡尔·马克思的
学说”等。《六合》杂志１９１５年第１号是“俄罗斯文
化号”，其中有安部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也许是
李大钊在研究中有特别需要④，当时并没有把这一
期《六合》杂志捐赠给北大图书馆。这些都表明，李
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更为广泛地接触了欧洲的各种

社会主义思潮。
综上可见，除了通过中国社会党接触社会主义

思潮之外，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是李大钊
早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早期
李大钊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又一个路径。回国后，
李大钊开始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参考上述资
料等，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大
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
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等，由此开始了向社会主
义者的转变，并为他全面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奠
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后来，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
较观》到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才完成了
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之所
以能够在国内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
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后，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李大钊一度还对基督
教社会主义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第二，研究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人物。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主义

与社会运动》时，在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时
候，曾经专门介绍过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李
大钊指出：“基督教社会主义中最著名者三人：（１）金
斯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ｇｓｌｅｙ），（２）摩利士（Ｊ．Ｆ．Ｄ．Ｍａｕ－
ｒｉｃｅ），（３）卢得郎（Ｌｏｕｄｌｏｎ）。”“此时基督教社会主
义者，均表同情于工人。”［２］（Ｐ５４４）李大钊简明扼要地
介绍了这三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主张［３］（Ｐ５４４～５４５）。
其次，李大钊用近万字的篇幅详细地介绍了罗

斯金。李大钊指出：“Ｊｏｈｎ　Ｒｕｓｋｉｎ（１８１９—１９００）与

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０５—１８７２）为同时英国之艺术的社会主
义者，人皆注意之”［２］（Ｐ５４５），“Ｒｕｓｋｉｎ于一八四五年与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办理劳工专门学校，主张将基督
教义应用出来，即是社会主义。又主张合作，反对激
烈运动，如罢工（过度者）。主张工人于物质生活外，
更应有娱乐与趣味之生活。”［２］（Ｐ５５８）应该指出的是，
李大钊所言“Ｊｏｈｎ　Ｒｕｓｋｉｎ（１８１９—１９００）与 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为同时英国之艺术的社会主义者”有
误，其中应该是混淆了两个“莫里斯”，即 Ｍａｕｒｉｃｅ实
际应该是 Ｍｏｒｒｉｓ。正像李大钊所指出的，罗斯金主
要是一个“艺术的社会主义者”，李大钊在介绍“基督
教社会主义者”的时候，用大量篇幅介绍罗斯金，不
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
此外，在谈到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时，大概是

因为圣西门著有《新基督教》（李大钊翻译为《新耶稣
教》），并且其弟子有的提倡基督教社会主义，所以李
大钊亦称圣西门为耶稣教社会主义者［２］（Ｐ５１４）。但
是，在系统地介绍圣西门生平、业绩和思想时，李大
钊只是强调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再提耶稣教
社会主义者的话题。
应该明确指出的是，李大钊是因为研究科学社

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需要才研究基督教社会主义

的，并非为了研究而研究。李大钊是通过接触社会
主义思潮而研究并接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
而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无疑是李大钊早
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基督教社会主
义是１９世纪欧洲诸多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当中重要
的一支，也是近代欧洲改良主义思想之一种，同时
也是基督教融入社会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尝试。基督
教社会主义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在法国兴起，其主要
代表人物是圣西门主义者毕舍和“或多或少地倾向
于共产主义学说”［８］（Ｐ５８３）的神甫拉梅耐。在英国，基
督教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莫里斯（李大钊
译为“摩利士”）、勒德罗（李译为“卢得郎”）、金斯莱
（李译为“金斯黎”）等，他们于１８５０年在《基督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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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短论集》中正式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一
词。当时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还处于空想阶
段，并非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关注社会问题的一种
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从基督教正义精神出发，
以基督教传统中对贫穷和不公正的谴责和对上帝之

国的期望为基础，关注、批判、谴责工业革命带来的
日益严重的各种社会问题，关注社会底层劳动者的
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认为劳工阶级在政治经济等
方面都应该获得公正待遇，希望通过基督教解决资
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此外，他们还
积极倡导建立一种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充满温情的
人际关系，希望通过“上帝法则”改良社会，回归传
统，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所有这些，只能是一种可
以理解并且值得同情的美好的空想。⑤而李大钊的
思想发展，很快就超越了“空想”这一阶段。

三、李大钊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简称“Ｙ．Ｍ．Ｃ．Ａ”），１８４４年６月６日由乔治
·威廉等在英国伦敦创立，后来逐渐传布到西方各
国，１８５１年流传到美国，１８８５年自美国传入中国，以
中国学生青年会在福州英华书院成立为标志。基督
教青年会是２０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最初属于新教团体，但是又不受传统教会或
宗教传统的影响，必须具备基督徒的身份才能加入，
后来才向所有青年开放。组织系统分为男青年会、
女青年会，其下又分为学校青年会和城市青年会，主
要通过开展德、智、体、群“四育”活动和社会服务诸
如倡导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现代体育、科学演讲、文
艺演出、医疗卫生、赈济灾民、基督教学生工作，以及
推动有关刊物和书籍的出版等，传播社会福音（Ｓｏ－
ｃｉａｌ　Ｇｏｓｐｅｌ）⑥，是一个联系广泛的、世界性的独立的
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在社会思想或政治思想上，
大体属于改良主义一脉。基督教青年会虽然附属于
基督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基础、由青年基督徒管理
的社团组织，但是并不直接传教，而是间接传教，无
形地宣扬耶稣基督的精神，意在感化青年，让其自愿
信教。虽然有基督教教会派遣的牧师在青年会内主
持开展各项工作，但却是基督教之外的一个独立的
社团组织，可以视为基督教的外围组织、教会的辅助
机关，或是基督教的助手。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为
了留学生活的方便，像当时很多留日学生一样，曾经
住在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馆里，无意中接
受了没有教堂的教会组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提

供的一系列有关服务，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⑦，中华
基督教青年会也确实给李大钊等留日学生提供了多

方面的方便和帮助。李大钊等留日学生作为中华基
督教青年会的服务对象，事实上是被动地参加了中
华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因此，即使没
有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李大钊等住在中华基督
教青年会会馆里的留日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也会受

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某种影响，一般至少是了解基
督教青年会的有关情况，有的可能还有一定的好感，
甚至是感激之情。

（一）李大钊与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馆
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留日学生于

１９０６年春在日本成立的自治团体，会址在东京神田
日本青年会馆内⑧，１９０７年在早稻田大学附近下塚
町成立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早稻田分会⑨。
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英美等国为打破日本

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垄断，抓住１９０５年日本政府颁
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取缔中国留学生这一契
机，通过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的。李大钊留
学日本时，早稻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馆教务和布
道工作由丸山传太郎牧师主持。

１９１３年底，李大钊在汤化龙、孙洪伊等人的资
助下，赴日本东京留学。到达东京后，即由同学安排
住在牛込区下塚町５２０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馆
（以下简称会馆）内，会馆坐落在距早稻田大学西南
方不远处，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住在这里，是中国留学
日本学生的一个活动中心。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的
学籍表上登记的现住所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
李墨卿在《墨园随笔》中说，他与李大钊同学于日本
早稻田大学，相处甚契，“在早稻田中华青年会同居
者年余”，“从这里向北歩行五百米左右，即可到早稻
田大学”。会馆是一幢三层楼房的建筑，一层是教
室、食堂、书亭、小卖部等，二、三层是宿舍。基督教
会牧师在这里开设有英语补习课和圣经课，食堂还
对中国留学生的各种集会和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一定

补助，馒头、米饭等主食可以不受限制食用。商店出
售新出版的中文书报、生活用品，并有服装缝补等。
直到因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特别是反对“二十一
条”，缺课太多被开除，李大钊一直都住在会馆内。
此后直到回国之前，则租住在月印精舍。
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结识了“二次革命”失败

后逃亡日本的章士钊、陈独秀、林伯渠等人，回国后
又通过他们结识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孙中山
等一批重要人物；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友人，如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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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雄教授、清水安三牧师等。林伯渠曾经多次到青
年会馆听各种演讲，到青年会馆开会、阅报、访友、就
餐等⑩。李大钊在会馆内的生活、学习、研究、写作、
交游以及参加社会活动等情况，缺乏系统的记载，他
自己偶或提及，如在《哭沈汉卿君》（１９１７年２月）一
文中说：“君于去年考入高等师范文科前，曾与吾同
寓早稻田青年会中，或高咏诗歌，或共作球戏，相处
甚欢。”［９］（Ｐ５０４）下面根据有关资料，予以简要的介绍。
第一，补习英语，为进入早稻田大学做准备。

１９１４年９月才入早稻田大学，此前主要在会馆读书
学习，主要是补习英语等。李大钊的日语基础比较
好，但是英语还不够理想，他居住的会馆内有青年会
开设的英语补习班，李大钊报名参加了补习班。现
存李大钊用英文写作的《我的自传》，就是由他当时
的英语教师瓦卡阿瑟·鲁宾孙（Ａｒｔｈｕｒ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保存下来的。鲁宾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人，被基督
教青年会海外教师派遣委员会派遣到日本担任青年

会英语老师，他保存了李大钊的这份作业，使我们能
够得知李大钊当时学习的一些情况。而李大钊进入
早稻田大学以后，课前的预习与课后的复习等，也应
该是在会馆内进行的。
第二，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爱国活动，全力投入反

袁斗争。１９１５年２月１１日，留日中国学生两千余
人在神田会馆（又称神田音乐会馆）召开大会，成立
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担任文牍干事，负责起草各
种通电、文告等，以唤醒、警示国民，先后撰写《警告
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国民
之薪胆》等文章，编辑《国耻纪念录》一书，详细记述
了日本进兵山东和提出“二十一条”的过程，号召国
人痛自奋发，以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挽救国
家、民族于危难之中。

１９１５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后，为了支援护国斗
争，总会于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６日在会馆召开大会，重新
组织执行机构，成立评议部、执行部，李大钊任文事
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民彝》杂志，并发表其代表作
之一《民彝与政治》。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向留日学
生总会捐款日金二元，为护国军捐饷日金五元。
第三，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撰写学术论文。

如，参与创立神州学会、中国财政经济学会等，认真
进行研讨，研究有关问题，撰写文章。比如：１９１４年

８月发表的《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１９１４年１１
月发表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情》等。《林伯渠
日记》中对有关的学会活动有一些记载，其中１９１６
年１月２３日记载，易象等发起成立的乙卯学会和李

大钊等发起成立的中华学会于该日合并，改称神州
学会，出版《神州学丛》等，李大钊任评议长［１０］（Ｐ９８）。
神州学会会员共有５１人，李大钊和林伯渠同为会
员，由此相识。
第四，参加演讲会，听演讲报告。早稻田基督教

青年会馆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比较多，目前还无法
知道他究竟具体参加了哪些活动。１９１７年４月１９
日，李大钊发表《不自由之悲剧》一文，其中提到在神
田基督教青年会听美国马秀士博士演讲《美国制造
舆论之渊源》。李大钊写道：“往者余居日本，美国马
秀士博士东游抵东京，所至辄有演讲，大致皆为关于
民主政治与舆论（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ｅ　Ｏｐｉｎｎｉｏｎ）
之问题。神田中国青年会亦招博士为吾国学生讲
演，是日演题为《美国制造舆论之渊源》，余亦往聆其
说焉。”［９］（Ｐ６６５）应该说，李大钊对感兴趣活动，只要有
时间一般都能够积极参与。
第五，偶尔参与宗教活动。李大钊虽然没有任

何宗教信仰，但是在星期日偶尔也帮助会馆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清水安三回忆说，早稻田基督教
青年会馆有个星期日学校，有十几个日本人的孩子
集合在这里，唱赞美诗，李大钊偶尔拉着手风琴为他
们伴奏。“以后的伟大共产主义者，曾在这所周日学
校里为赞美歌伴奏，也许是非常有意思的情景。”［５］

第六，因为李大钊留学日本得到了汤化龙的帮
助，受汤化龙之托，他还负责指导、照顾汤化龙之子
汤佩松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学习英语。据汤佩松
回忆，１９１４年他年仅１１岁，“我小时是李大钊照料，
我很佩服李大钊，但是，他很内向，不摇旗呐喊的，做
人修养很棒，但我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一点马列主义
什么的。”［１１］（Ｐ１）这也难怪，因为当时连李大钊自己都
还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李大钊转变为马列主义者
是五年之后即１９１９年的事情。汤佩松说，李大钊对
他要求很严格：“我到东京以后，经常去找李大钊，并
于每星期六下午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学英语。每
到这一天，李大钊总是站在操场上等着我，远远便可
以望到他。我每次去找他，都要检查我的学习，当他
发现我学习不认真时，对我批评很严厉。”［１２］（Ｐ９８）

毋庸讳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给李大钊等留日
学生提供了极大帮助和很多方便，李大钊住在早稻
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是他一生中的一段重要的经

历。而李大钊住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和他受到基
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之间，并无内在的必然联
系，只是一种巧合。

（二）李大钊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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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后，曾经多次
回到天津。其中一次是１９１７年６月应天津青年组
织爱国讲演会之邀，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作题为《大
亚细亚主义》的讲演。此演讲的文稿在演讲前已经
在１９１７年４月１８日《甲寅日刊》发表，尽管如此，演
讲的内容与发表的文章，也许未必雷同。演讲的稿
子已经发表过，为什么还讲？李大钊非常繁忙，而他
能够答应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演讲，支持天津
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自然是适应了李大钊宣传有
关思想的需要，也许与他曾经在天津求学，特别是留
学日本时期曾经住在早稻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
对基督教青年会有了更多的了解有关。但是，这应
该不是演讲已经发表过的文章的理由，只能说明这
个题目非常重要，适合形势需要，同时，也有可能是
李大钊又有了新的认识需要发表。
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今市少年宫）建立于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按照当时国际青年会标准模式
建造，内设阅览室、会议室、体育馆、礼堂、招待所等，
颇具规模。青年会以此为阵地，开展了许多有益的
活动，在社会上享有良好的声誉，在爱国运动方面也
做了不少工作。李大钊的演讲就是其中比较有影响
的一次活动。李大钊在演讲中对日本《中央公论》四
月号所发表的《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一文提出批评，
提出对“大亚细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此后，李大
钊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于１９１９年元旦发表《大亚细
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
思想进一步给予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同时提出“新
亚细亚主义”与之相对抗。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又发表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对“新亚细亚主义”作了说明

和完善。李大钊主张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新亚细
亚主义”，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信精神，是今
日“永不称霸”思想的渊源。
李大钊参加青年会或有关宗教组织的活动，应

该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挖掘。比如：１９２１年俄国
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严重灾害，中国各界积极地予以
援助，并于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成立俄国灾荒赈济
会。该会由燕京大学著名教授、留美中国学生青年
会全国会长刘廷芳牧师联合张英华、王景春、王葆真
等，邀请学商政报教会各界人士及中外慈善家共百
余人共同发起成立。由熊希龄担任董事长，蔡元培
等四人任副董事长，耿济之、汪大燮、王正廷、刘镜
人、胡适、冯耿光等人任董事，王葆真任干事长，李大
钊担任文书股副主任，该会活动很多，李大钊经常轮
流值班瑏瑡。１９２２年８月，苏俄驻华代表越飞为答谢
俄国灾荒赈济会对俄国灾荒的救援，曾在北京宴请
俄赈会会员、国会议员及在京教育界名流。１９２４年
初，该会宣布解散，曾出版《中俄会议记录》和《救灾
恤邻》两本汇刊等。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李大钊和
留美中国学生青年会全国会长刘廷芳牧师是否有过

接触，二人关系是否受到１９２２年李大钊发起非宗教
大同盟运动的影响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李大钊接触并研究基督教
社会主义，是他早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路径之一。
他并未曾信仰基督教社会主义，更没有信仰过基督
教，只是在他早期思想发展历程中，曾经受到基督教
文化的某些影响，从而加快了他走上马克思主义和
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

注　释：

①　学术界在李大钊是不是激进（有的也写作“急进”）民主主义者

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论，详请参阅《张静如文集》第２卷，

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３８、５４６页。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中国

革命道路的认识及评价，在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

题———对“问题与主义”讨论的再认识上，也有体现。

②　在李大钊反对宗教的理由中，把宗教和科学完全对立了起来。

现在看来，宗教和科学即使完全对立，也不能够相互取代，因为

科学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够因为反对宗教迷信，反而完全迷信

科学。至于蔡元培所说“以美育代宗教”，以及日本文学家川瑞

康成所说的“以文艺代宗教”，也许都是为了反对宗教的过度迷

信和附带的传统宗教中的封建愚昧。

③　参见清水安三：《李大钊》，载《中国当代新人物》，大阪屋号书店

１９２４年版。按：李大钊生前日本友人就已经发表过介绍并研究

其生平和思想的文章，除本注释所引清水安三的《李大钊》外，

更早的还有一篇，即昏迷生（丸山幸一郎的笔名）于１９２２年９月

在《极东新信》发表的《李大钊先生》。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李大

钊英勇就义后，日文的《北京周报》立即于同年５月８日发表了

不见死生的《李大钊的思想及生平》一文，该文评介李大钊更为

详细深入。这些文章中的某些提法，在学术界一直流行，有的

至今还很有影响。在李大钊研究史上，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

足够重视。承蒙日本著名的李大钊研究专家、信州大学教授後

藤延子先生提供有关资料，谨致衷心感谢！後藤延子在给笔者

的信中提到，其中个别资料，早在２０多年以前，她就给中国的一

些学者提供过。

④　按：应该是后来撰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

《庶民的顺利》（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

在》（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等文章的需要。１９１７年４月李大钊发表

《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一文，篇末有一简短但是比较重要的

附言，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李大钊说：“俄罗斯大革命

为最近世界上之一大变动，其影响于战局之前途，世界政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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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并吾国民主政治之运命者甚钜，因之国人对于此等变动

研究之趣味亦愈浓”，“拟为有统系之专篇”，此文一直未见发

表。然而，这个附言至少说明，长期以来李大钊一直在默默地

关注并研究俄罗斯革命的发展和进程，他后来率先接受并介绍

十月革命绝非偶然。

⑤　学术界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差别，比如：有的

学者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又称“僧侣社会主义”；有的认为，基

督教社会主义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

物。它流行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西欧，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

莫里斯、金斯莱和法国的拉梅耐、毕舍等。代表作有《基督教社

会主义短论集》《信徒的话》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认为基督教

及其道德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应把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慈

善原则弘扬普世，使社会主义基督教化；鼓吹人们彼此相亲相

爱，反对私有制和国家权力；谴责资本主义的 “贱买贵卖”、“多

取少予”等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原则；对当时工厂和工场工人的

悲惨处境表示同情。他们主张以“真正的基督教友爱精神”，依

靠国家和上层开明人士的资助，建立生产协作社摆脱资产阶级

的经济剥削，改善工人的处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基督教

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

了”，“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７、

２９６页）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一种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反动的社

会主义。ｈｔｔｐ：／／ｍｙｙ．ｃａｓｓ．ｃｎ／ｆｉｌｅ／２００６０１２０２３７９４．ｈｔｍｌ。

⑥　社会福音（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ｓｐｅｌ）“既是一种神学，也是一项运动。”参见

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

年会历史研究（１９０６—１９４９）》，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２页。

⑦　反感天主教的李大钊当时可能还难以辨别基督教和天主教的

关系，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的关系。限于当时的客观条

件，受人资助才能来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只能被动地接受同学

和朋友的安排。这是因为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

服务不仅确实比较好，而且价格还便宜。这是基督教青年会一

贯的宣传策略，意在感化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或者在会馆里

“活动”的青年。另外，李大钊在天津求学期间（１９０７—１９１３

年），正是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蓬勃发展的时期，此时他可能对

基督教青年会也有一定的了解。

⑧　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１９１０年脱离日本青年会馆而独

立，设本部于北神保町，从此成为中国留日学生大本营，在东京

坂上的“清国留学生会馆”遂停止使用。

⑨　同时应该有属于分会的会馆。

瑏瑠　参见湖南省档案馆校注：《林伯渠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版，第２２、５５、５６、９４—９６页。

瑏瑡　李大钊和俄国赈灾会的的关系以及在俄国赈灾会的有关活动，

是否受到李大钊组织非宗教大同盟活动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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